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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的路不能越走越窄
■邱式邦

在近代化病虫防治技术还没有发展
以前，人们采用了当时条件下可能采用
的多种方法来防治病虫。例如，历史上劳
动人民创造的治蝗的方法就有挖卵、捕
打、火烧、领杀、挖沟、惊赶、鸭啄、耕翻土
地、改种水田和种植飞蝗不喜食的作物，
等等。

其后化学农药大量生产了，特别是
本世纪（注：上世纪）初期，有机合成农药
发明以后，由于这些农药防治病虫的效
果显著，施用方便，价格便宜，化学防治
就逐渐变成了防治病虫的主要方法。甚
至有少数人错误地认为打药就是防治病

虫的唯一方法。
单纯依靠农药，必然会使一些结合

耕作措施防治病虫的方法被忽视，抗病
虫品种、生物防治和其他防治措施不能
得到很好的发展，植保工作的路子越走
越窄。

农药，特别是有机氯农药的广泛推
广应用，对确保农业增产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化学防治有它本身的局限性。施用
农药，在多数情况下，特别在害虫防治
上，不是一种预防的措施。它能迅速抑制
已经发生的病虫，但病虫再次抬头时，需
要继续施药。在大量、连续施用农药的地

区，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1）农产品、空气、土壤和水域受到

污染，威胁人类健康。（2）害虫产生了抗
药性。随着害虫抗药性的加强，农药的施
用量和施用次数不断增加，环境污染也
就更加严重。（3）杀伤了许多有益生物，
特别是益虫。由于害虫天敌的大量摧残，
有些主要害虫发生更重，有些次要害虫
上升为主要害虫，于是更增加了对农药
的依赖，使问题越来越严重。（4）防治费
用越来越高，喷药过多的作物，出现了增
产不增加收益的现象。

国内外多年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

农药，连续大量施用农药，并不能很好地
解决病虫害问题。相反还引起了许多有
害的副作用。应用其他单一措施，也是如
此，例如利用天敌的效果也不像预计中
那样理想。

现在大家认识到综合防治的重要
性，认识到防治病虫要发挥农业防治、生
物防治、抗病虫品种、化学防治、物理防
治和检疫措施等各种措施的作用，因地
制宜地将必要的措施协调起来，才能更
好地解决病虫害问题。
（节选自《植保工作必须坚持“预防

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写于 1975年）

银1973年，邱
式邦（左）访美期间
拜会美籍华人科学
家吴健雄。

1939年，广西沙塘病虫害组同事
合影，二排右二为邱式邦。

1946年，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
工作人员合影，左六为邱式邦。

年逾九十的
邱式邦仍在学习。

农业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邱式邦潜心研究害虫防治 70 余年，
一生致力于中国植物保护事业。早年
从事害虫防治工作时，邱式邦将理论
学习和实际调研相结合，总结出蝗
虫、松毛虫、玉米螟、大豆害虫、甘蔗
害虫等多种农林害虫的发生规律、预
报预测方法、综合防治技术等，为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
要贡献。

同时，他极有远见地认识到过度
依赖化学农药的弊端，并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积极倡导综合防治。他提出的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理念在 1975
年被确立为我国植物保护工作的指导
方针。

此后，邱式邦致力于推动生物防
治学科建设，保护本土害虫天敌，并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天敌资源引
种交换业务。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366

中国有深厚的农耕传统。但自古
以来，蝗灾就不断袭扰人类，对农业、
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失，甚至是一些重
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诱因。蝗群所过之
处遮天蔽日，寸草不留，故蝗灾也和旱
灾、水灾一同被称为三大自然灾害。近
3000 年以来，我国共发生蝗灾 1000
余次，平均 3~5年发生一次。如何灭蝗
虫守护一颗颗谷粒，是一个困扰了人
类几千年的难题，也是邱式邦奋斗一
生的事业。

1938年，国民党试图“以水代兵”
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洪水淹没了豫、
皖、苏三省 1400多万亩农田。此后数
年间，黄泛区飞蝗滋生，1944年，仅河
南省飞蝗发生面积就有 5800多万亩。
“大概是认为我搞过一些别的虫

子治理、研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领
导吴福桢先生就跟我说，你治蝗虫去
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邱式邦开
始深入黄泛区调查，着手治蝗研究。
那时候的老百姓采取人工扑打的

方式治蝗，这对铺天盖地的蝗群肯定
收效甚微。1947年，英国卜内门公司
治蝗新药六六六问世，时刻关注国内
外蝗虫防治最新动向的邱式邦立即将
新药引入，开展室内和田间试验，结果
显示，这种防治手段效果极好，蝗虫死
亡率在 90%以上。

邱式邦并未因此依赖此药，而是
继续改进开发出“毒饵治蝗法”———将
六六六粉与麦麸、玉米皮或南瓜丝等
饵料混合，散布于被保护农田四周，毒
杀蝗虫。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在当
时并未得到重视和推广。

1949年，邱式邦前往英国剑桥大
学深入研究蝗虫生理学，师从著名昆
虫学家 Vincent B.Wigglesworth教授。
他在剑桥期间工作认真细致，深得导
师赞赏。研究课题结束后，导师希望他
能留在英国继续研究。

但邱式邦的心却始终挂念着祖
国。1951年，中国空军采用飞机喷洒
六六六治蝗，邱式邦在学校图书馆的

《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一新闻后欣喜万
分，决定提前回国。几个月后，他几经
辗转经由香港到达广东，终于回到了
祖国。恰逢国庆，广东省政府特别邀请
他出席了 10月 1日的国庆观礼活动。

为了能站在守护庄稼的“前线”，邱
式邦放弃蝗虫生理研究，转而选择进入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把实验室安置在
最艰苦的蝗灾区第一线。在实际工作
中，邱式邦发现，当时的国产六六六药
剂有限，而且喷药器材不足，于是他再
度拿出数年前研制的“毒饵治蝗法”。这
一次，这项研究终于受到重视，因为省
药、省工、经济、简单等诸多优势，“毒饵
治蝗法”迅速得到推广，并在极短时期
内成为主要的治蝗方法之一。

尽管治蝗工作受到新中国政府的
高度重视，但由于长期缺乏对蝗区的
基本调查，全面规划治蝗工作难以有
效进行。为攻克这些问题，邱式邦和他
的小组跑遍了江苏、安徽、山东、内蒙
古、河北、河南等主要飞蝗发生地，收
集了大量资料。

1952年，邱式邦建议在蝗区设立
长期侦察组织，组织专人进行查卵、
查蝻和查成虫（简称“蝗虫三查”），
这项提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但因为蝗区面积广大，且多为贫困
地区，靠培训技术人员进行侦察极
不现实。为解决这一问题，邱式邦等
人在山东蝗区忙碌数月，想方设法
培训不识字的农民进行蝗情侦察。他
们的尝试成功了。

1953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蝗虫
三查”机制得到大力推广，从此改变了
被动治蝗的局面，中国开始走上科学
治蝗的道路。我国的害虫预测预报制
度迈出了一大步。

如今，经过几代科学家的不懈努
力，我国已经建立了蝗虫实时监测预
警技术体系，并将化学防治、生物防治
和生态学治理相结合，基本实现了蝗
虫的可持续治理。我国的粮食安全也
因此得到极大保障。

从被动治蝗到科学治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化学防
治手段在国内外的广泛应用，农药的
弊端逐渐浮现出来。1962年，美国学
者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
问世，该书描述了过度使用农药化肥
对生态系统的危害，因其文笔生动，有
理有据，故一经出版即震动世界，甚至
影响了一些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从
这一时期开始，生物防治作为一种历
史悠久的植物保护手段，再次获得了
植保工作者的关注。

生物防治指通过引入一种或几种
生物，对另一种生物的生存繁衍进行
有效控制。这一手段不仅能降低有害
生物的种群密度，还能提升当地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且不会像农药那样产
生大量污染。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邱式邦就开展过松毛虫、玉米螟等害
虫的一些生物防治研究。但由于当时
的中国农业落后，且战火连绵，他的研
究未能深入进行下去，也没能引发太
多关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邱式邦注意
到化学防治的弊端，提出必须重新探
讨我国植物保护工作方针，应该大力
加强害虫综合防治，特别是生物防治
的工作。

1974年，全国农作物主要病虫害
综合防治讨论会在广东韶关举行。邱

式邦将多年来进行害虫防治的心得体
会总结为报告《学习综合防治的一些
体会》。报告中，他回顾了近代生物防
治和化学防治的发展历史，详细梳理
了化学防治的优势和弊端。

邱式邦结合调研结果，将过度依
赖农药的坏处总结为污染环境、使害
虫产生抗药性、杀伤有益生物三点，并
结合国内外诸多事例，阐释了进行综
合防治的必要性。

次年的全国植保工作会议上，邱
式邦再次阐述了他的观点，作了有关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专题报告。此
次大会上，农业部正式确定“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为我国植物保护工作的
指导方针。

自此，植物保护不再是一味依赖
化学药物、只注重短期利益的举动，而
是多种防治手段并举、从现在绵延到
未来的事业。

但综合防治的推广远比发布一次
报告或一份文件困难。为宣传生物防
治，邱式邦晚年仍四处奔波，不畏辛
劳。他如同一个辛勤的播种者，四处播
撒保护山河的思想种子。

他还创建了生物防治研究室（后
更名为生物防治研究所）、《生物防治
通报》（后更名为《中国生物防治》、《中
国生物防治学报》）等科研平台，为推

动生物防治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学
术交流奠定了基础。

从化学防治到综合防治的观念转
变，是邱式邦学术思想的一大飞跃。这
标志着邱式邦的重心从解决农业生
产的实际问题上升到“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块绿色净土”。在邱式邦看
来，环境保护和农业发展并不矛盾，
环境制约农业，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离不开环境的保护，二者本就是一个
荣辱与共的整体。
“就拿蝗灾来说，沿海大面积的荒

地、旱涝灾害、湖河水位不稳定、砍伐
森林、不合理的垦荒、过度放牧都是造
成蝗灾的环境因素，所以解决蝗虫问
题要采用综合治理措施，保护生态，改
善环境，使它不适合蝗虫生长。在蝗灾
发生后，还是要施用农药。但为了减轻
化学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消除对害虫
天敌造成伤害的弊端，应多采用生物
措施来控制蝗虫。今后，应加强这方面
工作。”邱式邦曾这样解释环境与农业
的关系。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
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时年 97 岁的邱
式邦听说消息后倍感欣慰。他知道，
当年的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他
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与山河彼此
守望的未来。

从化学防治到综合防治的转变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农业昆虫学家，植物保护学家，
中国害虫防治、生物防治开拓人，中
国科学院院士。

1911 年生于浙江吴兴。1935 年
毕业于沪江大学生物系。1936 年进
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1949 年
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动物系学习。1951
年归国后，先后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
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室
工作。

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害虫综合
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
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
组成员、中国昆虫学会理事等职。

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
法国农业部功勋骑士勋章、新中国成
立 60 周年“三农”模范人物等。2010
年 10月，邱式邦被授予中国植物保
护学会颁发的首个“植物保护终身成
就奖”。

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生物防治学
报》刊物，撰写了《飞蝗及其预测预
报》《让生物防治在综合防治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等论文 90 余篇。

邱式邦（191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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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式邦出生于晚清的最后一年。
他在民国初期度过了学生时代；在抗
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磨炼了科研技
能；留学归来后，他将最好的年华献给
了祖国害虫防治事业；花甲之年，他又
用“预防为主，综合防治”8个字使我国
植保工作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诚然，邱式邦身上有着科学家这
一群体共有的品质。但与一些有着波澜
壮阔的人生经历的科学家相比，邱式邦
的人生显得有些“平凡”，只是在各个阶
段做着符合自己身份的事。在沪江大学
学习期间，邱式邦是一个既刻苦又能吃
苦的学生。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尽管
当时沪江大学生物学专业课的难度很
高，老师的要求很严格，但他还是一边
努力学习，一边勤工助学。

邱式邦在晚年回忆起这门课程时
还风趣地说：“……不但上课必须仔细
听、做笔记，下课后还要开夜车查生
字，时不时还来一次不经预告的Quiz
（测验），大家提心吊胆怕不能 Pass（通
过）。”这一阶段里，邱式邦印象深刻的
是，老师郑章成先生和刘廷蔚先生的
教导，不仅强化了他的学术能力，还使
他形成了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进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后不

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邱式邦被派往
广西沙塘的工作站。当时的站长马保
之成立了“农业科技园区”，整合全沙
塘的科研工作。邱式邦积极与农化、土
肥、栽培育种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合作，
开启了玉米螟的系统研究工作以及甘
蔗棉蚜、油桐害虫、大豆害虫等的防治
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科研数据和经验。

1951年回国后，邱式邦继续从事
害虫防治工作。他曾在试验田进行农
药效果的定量研究，也曾为调研蝗情
栖身古庙，或与臭虫同眠；干旱时期他
们一整天的洗漱只能用一盆水；8月时
连下大雨，他们被洪水困在卫生院内，
依靠小船运来的馒头度日。以至很多
年后，邱式邦依旧记得上世纪 50年代
初在山东省沾化县研究蝗虫的经历。

在实际工作中，邱式邦将理论与
调查相结合，既注重本土情况，也关注
国际动向，所以他能够在多种农林害
虫，甚至一些恶性入侵杂草的防治方
面取得重大进展。

晚年的邱式邦则是植保工作的老
前辈。虽然早已在害虫防治领域作出
诸多贡献，但他没有因已有的成就停
歇。他曾说：“人要有精神寄托。老年人
不想活动，那也不行。关门不来往，也

不好！有朋友来往，我就高兴，心情舒
畅。我比较开放，不闭塞，多看看，不
能什么都不知道。有的人啥也不干，
这不好；有的人什么都想干，什么都
参加，那也不行，要量力而行，力所
能及。我喜欢搞科研，心情愉快，心平
气和。我现在每天上午到办公室，下午
才休息。”

显然邱式邦做得更多。花甲之年，
他着手推动中国害虫防治向综合防治
转向。1985年，他创立《生物防治通
报》，并担任主编 23年。除了推广生物
防治，他还多次接待国际考察团，参与
国际学术交流，为我国的对外科技交
流架起了桥梁。

2010年 12月 29日,邱式邦于北
京逝世，享年一百岁。他经历过苦难，
也获得过安宁。他遇到过嘲弄他的人，
遇到过指引他的人，也遇到过鼓励他
的人和需要他的人。无论时代风云是
平和还是激荡，邱式邦始终尽力做好
手头的事，从不计较得失。
“广泛地学习，详尽地询问，谨慎

地思考，清楚地辨析，切实地实现。”这
句在《院士风采录》上的自题正是邱式
邦一生学术精神的体现，更是他一生
专注于事业的写照。

回望百年“平凡”路

“邱爷爷，您为什么要研究昆虫？”
1997 年，“科学家，您好”摄制组

的小记者们见到邱式邦时曾如此提
问。当时的邱式邦已是 86岁高龄，但
谈到毕生研究的昆虫时，他思路依旧
清晰，兴致高昂。
“虫痴”，即是那次访谈的主标题。

虫，正是邱式邦生命中的一大主题。
邱式邦 1911年 10月 1日出生于

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他的父亲
曾是中学教师。年少时，由于父亲经常
失业，家庭经济困难，全家人只能住在
上海闸北租来的一间小房中。

早在沪江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
邱式邦对昆虫的兴趣就已初见端倪。
有一次，他在花店看到了一盆热带植
物，但吸引少年邱式邦的，并非是植物
漂亮的花与叶，而是花中的一只害虫。
为了将害虫带回研究，少年花光了口
袋里的钱方才租下那盆花。

1931年考入沪江大学后，因无力
支付学费，邱式邦只能按照母亲的建
议去找亲戚“商量”。他一开始找到
了伯父，但当他告诉伯父想学习生
物学后，伯父只是评价说：“就是学
那个‘画猫画狗’的吗？我看画猫画
狗没有什么出息。”同时，建议他找

个工作。所幸临近开学时，邱式邦得
到舅舅和一位中学时的好朋友的资
助，这才得以进入大学。

大学时期，邱式邦再一次与昆虫
结缘。大学最后一年，恰逢昆虫学博士
刘廷蔚先生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回
国，刘廷蔚循循善诱的讲授风格深受
同学欢迎。

在刘廷蔚的鼓励下，邱式邦开始
观察校内的害虫，阅读害虫防治的书
籍，甚至利用刘廷蔚的工作室养虫。
1935 年冬，邱式邦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次年他进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
所，开启了持续一生与害虫相关研究。

对昆虫的兴趣、研究生物的执着、
老师的指引，以及那些我们知道或者
不知道的故事，这其中促使邱式邦从
事害虫研究最初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或许我们现在已无法得知这一问
题的答案，抑或所谓答案从一开始就
不存在。我们知道的只是少年邱同学
甘愿为一只虫拿出口袋中全部大洋的
事实、青年邱式邦踏遍山野追寻虫迹
的执着、中年邱研究员在论文中描绘
栩栩如生的直翅目昆虫图示的严谨，
以及老年邱院士在谈到昆虫时如少年
般明亮的双眸。

从与一只小虫的“缘分”开始

延伸阅读


